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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的情感向度研究

——基于 PLS-SEM模型的实证解析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张立刚 王争辉 朱青

摘要：本研究以核电事故处置为个案，旨在探索公众对核电

事故风险感知的情感偏差与公众沟通方法。通过对 300份问

卷和 PLS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在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

通的过程中，基于共情视角下的认知共情、情绪共情与情感

差异对公众沟通的效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风险沟通治理

的过程中，基于受众心理的情感向度可引导公众以更加理性

的方式思考核电事故处置问题，建议核电企业可以将理性与

感性的引导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协同管控。

关键词：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共情沟通；情感共情

一、提出问题：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的情感向度

2021年 4月 13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

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日本政府的这个决定，迅速

引发了周边国家的不满，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纷

纷发来抗议，日本国民也自发走上街头，要求内阁撤回这一

决定。虽然日本政府宣称排放将在两年后进行，但仍有部分

渠道消息表明，日本政府已经将部分核废水排放入海。连续

性的核电事故危机消息造成了权力主体、社会公众、新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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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关联组织的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太平洋海鲜产品的

滞销现象，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部分国家直接关闭

了贸易渠道以避免放射性物质的侵害。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国民健康与环境安全成为众多国家

和民众重点关注的领域。自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爆发以

来，各国公众对于核能电厂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担忧和风

险感知正在增加，核电风险感知与核电事故处理公众沟通正

成为核电公众沟通的关键词与重要问题。核能电厂的风险，

其事故发生率虽然不高，但是公众对其所产生的风险评估存

在严重的风险放大效应，一是放大对风险的发生机率，二是

放大并乘以风险事故后果的严重性（曾繁旭，2015；邓理峰，

2016；邹霞，2017）。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包含多个影响

因素，如媒体报道、核能知识、对社会与机构的信任以及公

众在风险危机传播中的情绪反应等等（宋艳，2017；朱正威，

2016），这些因素对于引发对于核电风险感知与态度均有所

影响。其中，常常被提出和讨论的是民众对于风险感知的情

感偏差对于核能危机传播治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素（段文杰, 2020）。

大量来自社会心理学的证据显示，当人们面对危机信息

时，公众一般采取认知的吝啬鬼（cognitive misers）模式，

也就是人们只会使用部分的心智资源处理所获得的资讯

（Fiske & Taylor, 1991）。在核电领域的危机传播中，目前已

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三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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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中的受众认知问题。在以“互

联网”为首的媒介引领下，人们能够更快形成对于核电事故危

机的认知影像，同时也越来越依赖于新媒体带来的信息来源

（Van Alstyne M，1996）。在核电事故危机事件中，核电认

知经验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提升变化而不断丰富调整，人类

已开始理解核能安全与人们生活之间的重要关联（Danny

Marks，2020），对于危机传播的重要性也愈发清晰，这既表

现了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又明确了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

舆情管理的价值与意义（Young，2007；Turrell，2019）][。

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中受众认知已变得愈发理性、越来越

接近真相；

二是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中受众情绪问题。与其他类

型的危机事件传播特征类似，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同样能

够引发受众的情绪变化，尤其是危机辐射范围内的国家与地

区，其人民更易引发情绪波动（Stanley，1984；Hauer，2020）。

针对于此，该类研究表明，在接收核电事故危机信息后，利

益关联受众一般容易结合生活经验进行情绪反馈，此过程多

为非理性反应，是与生俱来情绪感染所造成的（Germond，

2016）。随后，在事情的不断发酵作用下，情绪识别产生于

二次传播的受众身上，并就此不断推演，越来越多的受众在

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中产生情绪，触发社会行为（Seifritz E，

2003）。需要注意的是，多媒体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意见表

达的匿名性和自由性不断加快了此过程的演进，核电事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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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公众沟通变得更易引发受众情绪的非理性一面。因此，当

下学界探索的舆情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情绪的引导；

三是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中宏观层面政府管理与预

防研究。此类研究普遍认为，核电事故危机的处理一般由域

内政府或国际组织协调管控，职权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危机管

理的控制范围大小，其舆情管理水平、投入建设的程度牵引

着各类危机事件的走向及影响（Xiaobao Peng，2016）。如今，

主体权力的介入往往将产生“缺位”现象，政府监管、资源管

控，以及机制执行的投入都将在媒体面前被公示放大引发质

疑（Sun，2015；Gazzola，2018），因此，媒体报道是直接影

响客观公允的关键，对于信息不对称方的公众更具有引导意

义。一般而言，普通公众常缺乏危机事件的认知经验，很可

能会将核电事故危机的恐慌归咎于自己更加熟悉的要因，这

也是信息传播出现误差的关键诱因（Mumby，2017）。随着

人们普遍达成共识，面临的危机与调整日益增多，公众对于

核电事故危机的知情权是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管理的一

个重要参考指标（Ren，2018）。

综上所述，无论是受众对于核电事故危机的认知研究，

还是对情绪规律的探索，或者是宏观层面的管理与预防研究，

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相关研究始终关注于受众的心理特

征，即便第三类研究其研究主体是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单位，

但其所需面对的管理与预防对象仍为受众，且注重于引导受

众的情绪变化，以期实现传播效果的正向提升。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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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要探索的未来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的治理向度问题

亟需聚焦受众心理，其信息受众的心理共鸣和情绪共振规律

可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因而以共情理论为视角对解决本文

研究问题将具有显著科学意义。

二、研究假设与问卷设计

（一）理论假设

共情（empathy）是一种心理现象，其代表的既是一种心

理状态，更是一种认知能力，透过共情理论视角，能够有效

解析人际互动的心理现象，是一种兼具动态特征和方向特征

的社会心理过程。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共情本质上是一种十

分复杂的心理结构，能够通过情绪共振，进而理解他人处境、

体会他人感受，并进而促使自身反应，做出偏向他人的亲社

会行为。总体上看，共情兼具不同的复杂层次，是个体情感

反应的综合体现，既反映了与他人感同身受的情感共享特征，

又体现了同情他人的怜悯、同情以及共情关怀等情绪特征。

共情的发生，能够促使个体更加顺利的理解与预测对象

的心理、情绪和行为规律，进而促使利他行为和合作行为的

开展，共情在人际交往和危机应对中能扮演重要角色。随着

共情理论分析与探索的不断深化，其应用的方法不断进步，

研究也愈发细化，共情的成分与类别探索成为主要关注点。

在众多共情两成分理论中，影响最深远的要数戴维斯（Davis

M H）所提出的共情成分理论，认为共情可分为认知共情和

情感共情。展开来说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是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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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纳他人观点进而转化至他人角色（Davis M H., 1983），

而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则是通过表示同一类情感对

对象作出反应行为。其理解随着学界的研究深入及应用探索，

开始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为后续共情研究的延伸提供了

理论基础。

在危机事件当中，公众是危机信息的受众主体，对于信

息的接收和解码存在首因效应，表现为受众在初次接触信息

留下印象后，出现对危机信息先入为主的现象，进而左右人

们对事件的认知与看法，再通过意见领袖深化信息的观点与

态度。在一般性突发危机事件中，民众为更快响应信息，应

对即将出现的问题及困扰，源于神经反应出现恐慌和不安表

现，情绪发生显著波动（Berdahl，2003；Kraus，2011；Piff，

2017）。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情绪共情对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效果产生了显著

的影响。

个体除了与生俱来的情感共情能力外，还存在一类共情

过程，即能够设身处地的通过剖析他人的思想，推导其原因，

预测下一步行为，这是共情认知过程的外显表征（Galinsky，

2006）。与情感共情的差异在于，认知共情是一种自上而下

的推理过程，有别于情感共情的直接感染性，认知共情中的

情绪信息类属高级层次，需要通过复杂的信息推断，通过自

我加工才能够产生共情表现（吴漾，2014；Blader，2016）。

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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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认知共情对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效果产生了显著

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的危机传播当中，信息受众基数较大，观

点采择方式差异化特征显著，由此引发了多元观点采择方式，

进而引发不同的情感共情，受众将引发不同程度的共情关注

和个人悲伤（Eklund，2006）。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情感差异对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效果产生了显著

的影响。

（二）问卷调查与量表选择

为深入探索共情视角下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的治理

向度，本研究基于统计学原理对 286份问卷样本进行了数据

分析，观测危机传播舆情下的受众心理规律，寻找共情存在

的逻辑基础。研究旨在验证上述各主体之间的共情传播路径

机理，厘清并验证日本核废水排放事件背景下受众认知、情

绪与情感反馈之间的作用机理，应用 PLS-SEM 方法进行模

型验证，继而得出相应结论，实现研究目标。

实验样本方面，本研究通过 Whatsapp 社交软件选取了

来自日本、美国、中国、韩国、英国五个不同文化国家共计

300位随机抽样民众展开线上问卷调查，为实现普适性规律

的探索，研究限定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的正态分布，并保

证受访样本能通过甄选符合本主题研究的基本需要。经过对

样本合理配比后，对具有显著文化异质性影响下受核电事故

危机共情传播影响的个体样本（共 300名）展开无差别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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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总计回收有效问卷 286份，有效回收率为 95.33%，调

研对象群体基本年龄分布为 30-60岁（保障所选样本皆具有

成熟且稳定的价值观）。

分析方法方面，本研究采用传统的问卷调查法、统计分

析法和 PLS-SEM计量模型法，具体探讨“共情心理—核电事

故危机共情传播效果”间的逻辑关系。展开来说，首先采用问

卷调查法、信效度分析法，进行解释题项的筛选；其次，运

用 SmartPLS 3.3软件对理论模型进行置信度与效度检验分析；

最终诠释共情视角下核电危机共情传播的逻辑机理，回应本

研究试图探究的传播治理路向。

（三）量表选择

对于共情的测量工作，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

（Eisenberg，1987）。目前学术界具有较高信度的测量量表

共分有六种，分别是负面情绪性(NE)（Watson，1984）、同

理心商数（EQ）（Baron，2004）、基本共情量表（BES）（Jolliffe，

2006）、认知和情感同理心问卷（QCAE）（Reniers，2011）、

人际反应指数（IRI）（Davis，1983）以及扩展同理心的内容

领域（ACME）（Vachon，2016）。在应用上最为普遍的是人

际反应指数（IRI）和扩展同理心的内容领域（ACME），对

于两种量表的优劣性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参考可循，研究

表明 ACME比 IRI更具有测量宽度，能全面的关注共情现象

中认知与情感的正负两面特征，因而本文选取 ACME作为共

情的测量量表。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2021 年核能公众沟通优秀论文

9

三、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样本信度分析方面，研究采用传统的克朗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对有效数据信度进行解析，其主要集中

于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即测验结果是否反

映了被测者的稳定的、一贯性的真实特征。α为信度系数，n

为测验题目数，
2
iS 为每题各被试得分的方差，

2
tS 为所有被试

所得总分的方差：

）（

）（
α 22 /1

/
ti SS-

1-nn




一般来说，该系数愈高，即工具的信度愈高（Tavakol，

2011）。在基础研究中，信度一般应达到 0.80 可被接受，在

探索性研究中，信度应达到 0.70 可被接受，介于 0.70-0.98

属高信度值，而低于 0.35则为低信度、样本予以拒绝。基于

此，本研究对待测问卷量表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总体初步信

度检验：α= 0.963，表明信度良好。

在 样 本 效 度 分 析 方 面 ， 研 究 采 用 KMO

（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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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始数据中确实存在公共因子，则各变量之间的偏

相关系数相应较小，即 KMO 的值接近于 1，原数据适用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3%80%E9%AA%8C%E7%BB%9F%E8%AE%A1%E9%87%8F/585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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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Dziuban，1974）。效度分析一般通过抽取特征值

大于 1的因子，利用正交旋转法，测量变量不同题项之间的

内在关联性，从而达到降维处理效果，简化统计数据结构。

深层次分析需要根据适当性量数（KMO值）、巴特利特球检

验（Bartlett）、贡献率以及因子载荷进行数据结构效度判断。

本研究对假设所提出的三维度数据结构进行效度检验，结果

显示，KMO值为 0.952，大于 0.8，显著性为 0.00，小于 0.05，

说明效度较佳，数据符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需要。

（二）PL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信效度分析检验基础上，研究可开展进一步的逻辑关

系验证分析，具体上看，可应用 PLS模型计算，其规则为：

①PLS外部模型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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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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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PLS内部模型数学原理：

)(
ˆ

i
T
i

i
T
i

i

iiii

tt
tu

Etu









根据样本与变量数目的一般要求，研究选择适用于小样

本分析、可处理非正态分布数据的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作为研究方法（Sarstedt，2020）。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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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S方法可以有效地克服观测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去除对

回归无益的噪声影响，使PLS模型具有更好的适配性（Sarsted，

2020），因此，本研究选取 PLS-SEM作为本研究探索的有效

工具。

具体上看，本研究结合共情理论及测量结构，对 3个一

级指标及下属二级指标进行单一维度检验。结果显示，各维

度第一主成分特征值均大于 1，其余主成分特征值均小于 1，

各维度均通过该项检验。然后使用 Smart PLS 3.3软件，采用

PLS算法，通过反映性测量模型，建立核电危机共情传播机

理模型（如图 1所示），选择规范拟合指数（NFI）作为检验

机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的定向指标，越接近 1表示模型拟合

度越好，反之则越差，本模型规范拟合指数为 0.776，符合

模型拟合要求（Chou，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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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电事故危机共情传播机理模型

模型结果显示，除“共情传播效果”评价项以外， 3个一

级指标分别代表 3个潜变量，21个二级指标由维度项目代码

与序号组成。在采用 PLS算法分析时，软件默认将原始数据

先进行标准化处理，所以软件所输出的结果均为标准化结果。

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均采用标准化结果进行分析：










）（

）（
2

2

CR

n
AVE

）（ 
2

通过对组合信度（CR）和平均抽取变异量（AVE）进行

计算，结果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内部潜在关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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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效用显著，估计效果均可接受，各项信度指标与结构效度

契合，具体参数如表 1所示。

表 1 模型信效度检验结果与拟合指标

指标项目 Cronbach’sAlpha rho_A CR AVE R² Q²

共情传播效果 0.860 0.862 0.899 0.641

0.863 0.540
情绪共情 0.890 0.898 0.920 0.698

情感差异 0.926 0.926 0.944 0.772

认知共情 0.878 0.879 0.908 0.622

表 1中共情传播效果的 R²值为 0.863，说明各潜变量对

共情传播效果的解释能力强。同时，各潜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大于 0.7，说明各潜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各

潜变量的组合信度 CR均满足大于 0.7的标准，进一步证明

了模型的信度较高。各潜变量的平均抽取变异量 AVE 及

rho_A均接近或大于 0.7，均到达了相关统计标准。

另一方面，Q²是评估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力的统计

量，Q²大于 0.35，说明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力较高，即

模型的预测相关性越强。表 1中 Q²值为 0.540，说明本模型

的各外生变量对综合发展水平这一内生变量的预测相关性

较强，表明 PLS 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强（Hair，2019）。为

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可构建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2所示，矩阵中对角线为各潜变量的平均抽取变异量（AVE）

的开根号值，对角线值以下的数值分别为各潜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比较两两间的相关系数可得，各潜变量在理论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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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内涵，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 2 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指标项目 共情传播效果 情绪共情 情感差异 认知共情

共情传播效果 1.000 0.855 0.857 0.850

情绪共情 0.855 1.000 0.772 0.771

情感差异 0.857 0.772 1.000 0.760

认知共情 0.850 0.771 0.760 1.000

利用 Bootstrapping方法计算各路径系数的 T统计量，具

体参数如表 3所示，检验路径系数估计的显著性水平（双尾

检验）。如果 2.58>T>1.96 则路径系数估计在 0.05 水平上显

著。如果 3.29>T>2.58则路径系数估计在 0.01水平上显著。

如果 T>3.29则路径系数在 0.001水平上显著。Bootstrapping

检验中结构方程模型的 T统计量显示，全部路径系数均具有

较高的 T统计量，说明各路径系数通过了相应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模型结构的稳定性较好。

表 3 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路径系数 O M STDEV T P

情绪共情 -> 共情传播效果 0.329 0.335 0.050 6.577 0.000

情感差异 -> 共情传播效果 0.354 0.351 0.049 7.172 0.000

认知共情 -> 共情传播效果 0.327 0.322 0.056 5.887 0.000

综上所述，依据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以及之前的理

论推导对该结构方程模型做出以下解释：

在核电事故危机传播过程中，共情视角下的认知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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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共情与情感差异三个基本维度均对传播效果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效用。说明在“日本核废水”全球性公共安全事件的

危机传播中，测量的样本个体均对核电事故危机所导致的严

重后果产生了情感共鸣，由此也辅证了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

逻辑认知与情感体验。统计基本数据表明，所测公众虽因为

所处环境不同，其接受过程与程度可能略微存在个体差异，

但对待危机事件态度的主旨方向具有一致性。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数理结果，研究可得出如下关于核电事故处置

公众沟通治理向度的思考，并提出相应启示。

（一）研究结论

日本核废水倾泻案在世界各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其舆情

导向对日本治理工作产生了巨大压力，更是造成了关于“应该

与不应该”的亚欧官媒争论。总体上看，虽然各国由于文化区

隔，造成公众舆论偏向不同，但从共情视角来看，其具有统

一的心理学特征规律，即认知、情绪与情感三者水平皆处于

一定范围内波动的心理表现。基于此，研究根据材料分析可

就核电事故危机共情传播机理模型检验结果提出相关启示：

第一，各国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皆可应用包含认知共

情、情绪共情和情感差异的三维度体系进行方案构建。本文

研究指出，基于受众心理的治理向度，可引导公众以更加理

性的方式思考问题，自发抵制谣言和偏见，实现核电事故处

置公众沟通的合理化与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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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共情理论及其测量框架。在核

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情境下，本文将共情的心理学概念与传

播学的过程理念进行了有效结合。在以往研究中，学界提出

的共情过程说可为本研究提供概念基础，但是仅停留于认知

与情绪层面，未能关注共情中必然呈现的情感差异，而通过

实践经验可知，情感差异的出现是必然的，危机信息的传递

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 100%的从 A到 B，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传者和受者间的不同，都将使得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产生

不同的共情效果。

第三，对于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的治理，理性与感性

的引导应当放在同一水平线上。本研究应用的分析材料为日

本核废水倾泻案例，其隶属于全球性核电危机，选取此案例

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更好的讨论适用于全球不同文化下的舆

情治理规律。通过全球样本的获取分析已知，认知共情与情

绪共情到共情传播效果的路径系数基本一致，二者并无显著

的差异，由此可知，认知与情绪的变化在核电事故处置公众

沟通治理中同等重要，未来的治理向度理应兼顾二者的平衡

统一。

（二）对策建议

除了上述讨论的核能危机风险问题，例如还有转基因食

品安全风险、人体干细胞研究风险，这些技术领域都存在大

量人们难以理解的知识，同时也存在认知不协调相伴生的情

感偏向，进而加剧和放大风险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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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认，认知捷径（heuristics）也会形成对科学的想法与意

见。虽然许多研究发现在科学争议中，学者认为提高公众的

科学认知或知识可以让民众更了解科学，但实际操作时却不

是如此简单。人们面对科学仍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价值观和主

观的期待，而非只有知识性的讨论（Nisbet, 2005；Priest, 1995）。

在许多议题讨论中，非专家背景的公众，往往会转向情感偏

向的认知捷径，譬如透过社会意识型态、心智基模、宗教价

值、信任、情感，或媒体呈现等，来形塑自己的判断。

本文研究结论为各国政府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的治

理实践提出 3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各国政府应加强核

电危机知识普及工作，进一步紧跟时代需求，让国民皆可理

性、科学的认识核电危机，能够正确判断片面式或失真性的

谣言，减少由于信息缺失而发生的偏见；第二，除却增强受

众理性能力外，对于感性效果的把控也是亟需高度重视的向

度。日本政府进行政策决策时应充分考虑本国及周边国家民

众的心理和情感接受问题，情绪的突然出现是无法抑制和消

除的，也就是说非理性因素是不能够彻底消灭，需要从传受

双方的立场来强化受众的非理性情感偏好并做好及时的公

众情绪沟通管理，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舆论走向，提高治理

绩效；第三，打通信息与心理的区隔。一般核电危机信息免

不了涉及受众的盲点，尤其是核电专业性的知识点，正是受

众共情差异产生的关键。针对于此，各国政府应当强化核电

专业学科的知识教育工作，培养更多核电专业型人才，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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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一体化治理工作贡献力量。

除此之外，虽然本文已构建了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的

情感治理向度的理论框架，但仍存在两方面局限：第一，核

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活动与其它危机传播活动有着本质区

别，本研究虽然在问卷设计中体现了二者的差异性，但讨论

仍需进一步深化，以此解开核电事故处置公众沟通专业问题

的黑箱；第二，仍需充分意识到各国文化对于核电事故处置

公众沟通效果的影响。此类研究是文化区隔视角下核电事故

处置公众沟通的治理框架，与本研究聚焦方向有所差异，后

续开展文化差异视角的探索，势必为本文提供不同情境的研

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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